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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爱丁堡学派
高　璐１，黄之栋２
（１．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１９０；２．台湾国立空中大学 公共行政学系，台湾 新北２４７０１）
当华语学界对爱丁堡学派兴趣尚浓之时，爱丁堡学派是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
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每年都会抓紧风和日丽的夏日时光，举办师生“自强活动”（ｒｅｔｒｅａｔ）。２００８年初夏，自强活动在爱丁堡近
郊的卡贝瑞城堡（Ｃａｒｂｅｒｒｙ　Ｔｏｗｅｒ）举行。负责“挑战”的来自荷兰屯特大学的里普教授（Ａｒｉｅ　Ｒｉｐ）不愧是
位尽责的评论人，他的第一个挑战即是：在巴恩斯与布鲁尔等前代学者相继退休后，强纲领（或爱丁堡学
派）还剩下什么？３０年前爱丁堡学派替科技与社会开创了新局面，但３０年后我们却还在原地踏步。难道
爱丁堡学派已经玩完了吗？
面对谏友的挑战，整个爱丁堡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都动了起来。当时与会的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
社会研究中心李正风教授、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ｔ）①博士研究生黄之栋，以及于
２００９年到爱丁堡访问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黄瑞祺教授，决定与几个在爱丁堡学习的中国同学
一同开启这个访谈工作。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当时只剩下六个人，相比逐渐壮大的生物技术创新与伦
理研究，爱丁堡学派正在经历衰退吗？爱丁堡学派的哪些重要思想还未被华语学界所认识？东亚ＳＴＳ是
否可以从爱丁堡学派的发展中获得经验呢？自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９年１月，访谈团队先后对爱丁堡学
派的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Ｄａｖｉｄ　Ｂｌｏｏｒ）、巴里·巴恩斯（Ｂａｒｒｙ　Ｂａｒｎｅｓ）、唐纳德·麦肯齐（Ｄｏｎａｌｄ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进行了访谈。希望直接经由大师的阐释，解说强纲领到底“强”在哪里？在实际的访谈中，我
们发现，他们对自身学派的阐释往往与二手的注解非常不同。访谈录之《“强”不强有关系：大卫·布洛尔
访谈录》《卸下“爱丁堡学派”这张招牌吧！：巴里·巴恩思访谈录》《别把ＳＴＳ做小了：唐纳德·麦肯其访
谈录》在台湾的《科技、医疗与社会》第１０期（２０１０年４月）、第１１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及第１３期（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发表。由于海峡两岸出版物的地域区隔，使得大陆学者与这三篇极具学术价值的对话录失之交
臂。在诸位学人的推动下，访谈录简体版经修订后终于得以出版。
一
谈到爱丁堡学派，人们第一个闪过的念头不外乎是强纲领以及这个学派著名的四大信条等。除了这
些鲜明旗帜之外，剩下的也许就是著名的反拉图尔论，以及其他种种的理解与误解。撇开艰涩的哲学与
科学论争不谈，爱丁堡学派到底是什么？
① １９６９年斯诺（Ｊ．Ｐ．Ｓｎｏｗ）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揭示出英国社会中科学与人文间的文化裂痕，为了应对
这一问题，很多英国大学都开设了跨越人文与科技的课程。爱丁堡大学著名遗传学家韦丁顿（Ｃ．Ｈ．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与斯诺、贝尔纳（Ｊ．Ｄ．Ｂｅｒ－
ｎａｌ）是密友，他希望在爱丁堡建设一个能够同时为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需求服务的研究小组，这便是科学研究部的雏形。射电天文学家大
卫·艾杰（Ｄａｖｉｄ　Ｅｄｇｅ）被任命为科学研究部的第一任主任，韦丁顿要求艾杰教授“科学以外的东西”。当时大多数对于“科学以外”的讨论都
逃不脱科学哲学的探讨，但艾杰却突破性地聘请了三位初出茅庐的学者———有着数学背景的哲学家大卫·布鲁尔、由分子生物学转向社会
学研究的巴里·巴恩斯，以及从美国来到英国的科学史家斯蒂芬·夏平（Ｓｔｅｖｅｎ　Ｓｈａｐｉｎ）。艾杰认为ＳＴＳ所做的是一场跨学科的冒险！的
确，正是科学研究部对传统社会学以及哲学进路的突破，才带来了ＳＴＳ自然主义的科学观，一种用经验的方式探索科学并通过这种解释将
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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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布鲁尔教授是科技与社会领域中少数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在其名著《知识与社会意象》出
版之后，强纲领及其四大信条便成为所有ＳＴＳ学者皆能琅琅上口的词语。布鲁尔教授是爱丁堡学派的开
创者之一，该学派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是在一定的社会脉络中建构起来的。缘此，社会学
家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分析。布鲁尔教授退休前任科学研究部主任，是典型的跨学
科研究者。１９６０年代来到爱丁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前，他曾在基尔大学与剑桥大学等地专研
哲学及数学，在数学、哲学以及心理学上的研究后来成为他开创爱丁堡强纲领的基石。１９９６年，布鲁尔
教授荣获４Ｓ学会（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社会研究学会）颁发的最高终身荣誉———
贝尔纳奖。虽然布氏已退休，但每天早上七点到固定的咖啡馆开始一天的写作，是他必做的功课。对布
鲁尔教授的访谈主要涵盖的是有限论的部分。两岸学界探讨有限论的论文大多采取抽象的方法来阐析
其得失，在这样的分析之下，有限论似乎与我们相去甚远。然而，在布氏的阐析中，哲学其实是很生活的。
于他而言，强纲领还是一如既往地“强”，但整个科技与社会研究却渐渐地“弱”了下去。在提及他的最新
研究之余，布鲁尔也向初学者说明如何才能选定一个恰当的研究主题。在访谈的尾声，布鲁尔教授对东
亚的科技与社会研究提出了建言。
巴里·巴恩斯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也是科技与社会领域中爱丁堡学派的创始者之一。巴氏
一生穿梭于科学社会学家与社会理论家这两个角色中，并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作为典型
的跨学科研究者，巴恩斯在来到爱丁堡大学担任科学研究部教职与主任之前，曾取得化学与社会学的学
位。他长久以来都致力于将科技与社会研究与普通社会学理论相联结。由于在科技与社会领域卓越的
贡献，巴恩斯教授于１９９８年获得贝尔纳奖。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移转到基因研究上，并试图把他早期
所建立的理论运用于这个对人类有着重大影响的领域。访谈的范围触及了巴恩斯思想的核心关怀。巴
氏从其自然主义立场谈起，挑战了人们对爱丁堡学派相对主义的批评。接着他向我们阐释，为什么自我
指涉的知识、权力以及承载这些自我指涉系统的集体行动者，是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告诉我们为
什么基因也像权力一样，看似存在却又缥缈。于他而言，“强（纲领）不强根本没关系”，理论只有合不合
用、好不好用的问题，而没有该不该用的问题。爱丁堡学派的经典理论早已被学术界采纳，应该少一些对
名号的执着，多一些对研究的信心。也就是说，重点在于，如何将研究扩展到有趣的新领域中去。巴恩斯
教授建言东亚的科技与社会社群，放胆结合所有可能的资源，尽量运用各种理论到自己的情境中。
唐纳德·麦肯齐教授是爱丁堡学派中生代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也是前代元老退休后、少数一直“镇
守”在爱丁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台柱。他大学时期攻读的是应用数学，后师从巴恩斯教授，改以科技与社会
的角度来重新检视所学。麦肯齐教授著述甚丰，取材的范畴也相当广泛。１９７７年他以英国统计学发展
史为题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成书，该书迄今依然是爱丁堡学派的必读经典。他另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是
以核子导弹精准度为题的研究，该书在１９９３年为他赢得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默顿奖。除了这些早期的
研究之外，麦肯齐教授对全球变暖的议题，尤其是碳交易的问题也相当关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金
融风暴发生之前，麦肯齐教授即已预见了风暴的来临，并以独到的科技与社会手法分析了风暴发生的成
因。由于他卓越的贡献，使得他被《展望》杂志（Ｐｒｏｓｐｅｃｔ）评选为金融风暴中的２５大金头脑（Ｔｏｐ　２５
Ｂ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之一。麦肯齐教授的研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使他成为各项基金资助的常胜将军。
他在２００９年赢得２７１　２５５英镑的研究资助，被戏称为“金融风暴下的最大受益者”。２０１０年，麦肯齐教授
荣获贝尔纳奖。麦肯齐教授告诉我们，数学是他多年研究的主轴。换言之，从导弹议题、碳交易，再到金
融市场的研究，这些看似繁杂的研究背后，都有条数学的主线———放在这个脉络之下，一切皆豁然开朗。
麦肯齐教授也为我们说明了有限论与操演性，以及他如何在研究议题上具体运用这些概念。在谈到“布
鲁尔—拉图尔论战”的问题时，他从爱丁堡学派的角度，阐析了一连串的误解。麦肯齐教授建议东亚科技
与社会研究：“不要把这个领域想得太窄！”在他眼中，ＳＴＳ的疆域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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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爱丁堡学派，强（纲领）不强有（无）关系！
布鲁尔在访谈中澄清了“强纲领”并不是为了给他人“纲领”般的指导，当时所做仅仅是将史学家、社
会学家已有的研究刻画出来，描述其根本的特征和假设的基础。也就是说，强纲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中
产生出来的。尽管布鲁尔不倾向于将其主张纲领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利器，社会
科学就不再只是解释错误的“弱”纲领，而是能够对称地说明科学与技术所取得成功的“强”纲领。并不倾
向于使用“强纲领”一词的巴恩斯认为，强纲领在２０年前是个引人瞩目的好词，但ＳＴＳ的快速发展已经使
得“上个世代的创新到了下个世代就成了教条”，如今这种强纲领的认识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的缺省配置
了。而麦肯齐则更愿意将强纲领与另一个重要的基石———有限论并列在一起讨论，布鲁尔与巴恩斯是这
两块基石当之无愧的缔造者。爱丁堡学派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发现了强纲领；在第二阶段，则将对有限论
公式化的表述应用到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探讨上。因此，强纲领在某种意义上是方法论，而有限论在操
作中则更具理论性质。
与强纲领相比，大陆学者对于有限论探讨得不多，应该怎样理解有限论？
布鲁尔对于有限论的解释是哲学的，他首先追溯从密尔到维特根斯坦，再到赫茜的思想源流，然而他
反对哲学家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的划分。大多数哲学家认为社会习俗只有在被赋予定义时的那个知
识的初始阶段才产生作用，而此后这一概念的应用则不那么具有社会解释的弹性了。有限论则认为，没
有人能经由决定或定义来固定住意义，所有意义最终都是通过指出有限的实例来学习、传播或沟通的。
巴恩斯认为，有限论是对归纳问题的社会学解读，因此想要真正地解释有限论，或者布鲁尔所谓的社会学
有限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ｉｔｉｓｍ），还需要诉诸社会学进路。巴恩斯将问题引向了权力与自我指涉，并指出知
识和权力是一体两面的，而知识的权力来自于科学共同体的共识与文化。知识的自我指涉系统之所以得
到认可，是因为这个系统是由相信知识正确无误的知识承载者运行的。巴恩斯将社会还原为一种自我指
涉的知识系统，而有限论本身就是系统完成自我指涉、获得权力的方式。巴恩斯认为布鲁尔与自己都以
不同的方式“简化”着有限论，这种简化是一种智识上的阐述方式。在麦肯齐的访谈中，我们又将视线落
在有限论与操演性两个问题上。源于语言学的操演性概念与有限论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麦肯齐认
为，经济学不仅在描述已有的外部“经济”，更是让经济呈现出其所描述出的状态，即经济学操演着经济，
也“创造”了理论所言说之现实。经由细致的案例研究，麦肯齐发现一些金融模型以及运算法则是如何引
起金融风波的，从而也证实了有限论在分析社会活动中的威力。
有限论虽由强纲领发展而来，但它不只是强纲领的重述而已，而是丰满了强纲领。国内学界若想真
正理解爱丁堡学派的精髓，尚需更多地关注有限论，以及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我们所处的复杂世界。
布鲁尔鼓励中国科技与社会学界多做一些有事实依据的因果性研究，可以是历史的案例，也可以是
社会学的阐释。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帮助大家精准地察觉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巴恩斯的忠告是，“大
胆去用！”直接面对中国特殊的社会与科技问题，寻找能够被移接到解释这些问题的模型，大胆地改造并
修正这些理论，做到既保守又创新。麦肯齐的建议则是，“不要把这个领域想得太窄！”从传统的议题中超
脱出来，将爱丁堡学派的理论运用到新领域中去。无论是布鲁尔所说的案例研究、巴恩斯的大胆尝试的
建议，还是麦肯齐拓展疆域的呐喊，都指向了“用”。这是因为爱丁堡学派就是在对经验研究的总结中产
生的，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与活力皆源于细致丰富的经验研究。
国内ＳＴＳ研究尚处于“重理论轻实践”的阶段，通过对爱丁堡学派发展脉络的回顾，我们应该更清醒
地认识到，适合于中国的ＳＴＳ理论必然产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与社会学分析中。爱丁堡学派对我们
的启示不应该只停留于认识论层面，更多地应该落实到踏实而具有开拓性的学术实践中。
